第五章 经济伦理论
墨子的经济伦理，强调“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原则，是一般的为人处世的人道主宰经济之道的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兼相爱，交相利”根本原则的贯彻执行，主要体现为主张“强本节用”的致富之道、民生对策，是开源节流的经营与消费伦理。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投入生产实践，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宿命论。
一、交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经济伦理的核心或者指导原则。
针对义与利的根本问题，墨子强调义与利的统一。他指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共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他所说的“义”是“公利”，反之则是不义。为了说明利与害的对立，他举例说明“害”的表现：“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墨子明确告诫人们，害之盛行，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和混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贼，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墨子在利害对比分析的前提下，指出了兼爱的伦理根本思想。他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富，富不侮贫，贵不敖贼，诈不欺愚。凡天下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既然兼相爱交相利可以带来如此好的结果，因而是指导社会、指导人生的根本原则。
   为倡导兼爱的社会道德理想规范，墨子反复强调应该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7] 因而，何去何从，相信人们自会明鉴。墨子伦理的根本是为了平民百姓（即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统治阶级和达官贵人，充分显示了他的伦理取向的服务对象。他指出：“所以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互利要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江泽民同志2000年访问俄罗斯时，就引证了墨子的这段名言，说明了国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立场。在其位者，“敬惧而施”（怀着敬惧之心努力去做事）；农工肆人“竟劝尚意”（互相劝勉，崇尚道德）；为政者“爱民、节用”，国与国之间“非攻、恶战”。墨子正是用自己善良的意愿，表达了人民互利互惠、和平相处的普遍呼声。在社会经济领域和活动中，进行实际运用。

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逐渐冲破了由血缘、家族、宗族和等级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解除了人的天然的身份地位。商品交换只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单纯地看作平等的交换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而且这种形式规定是经济规定，是个人借以互相发生交往关系的规定，是他们的社会职责和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
 这种破除了人身依附和等级特权、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的平等，根植于商品交换中的统一尺度――价值。商品交换不承认任何与价值形成无关的东西，一切都要通过价值法则的衡量。废除人的不平等状态，在人的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公平交易，成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需要和基本法则。墨子的互利思想，与商品经济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密切相关。宏观的经济伦理，实际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墨子对此有敏锐的觉察。
墨子思想体系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十个主要方面，成为伦理的相关原则与规范。罗根泽说：“墨家所奉以为常，奉以为典，奉以为法者何也？前引《鲁问》篇载墨子告魏越，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者，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然则十者乃墨家所奉以为常，奉以为典，奉以为法之经矣。”

墨子的信条统计，可以发现墨子对以下问题的强调。（根据《墨子》嘉靖本字数统计）
	篇名
	上
	中
	下

	      尚贤
	       819
	2338
	1495

	      尚同
	795
	2398
	1871

	      兼爱
	563
	1307
	2721

	      非攻
	426
	1276
	2002

	      节用
	596
	残存572
	阙

	      节葬
	阙
	阙
	2812

	      天志
	1362
	2302
	2284

	      明鬼
	阙
	阙
	2401

	      非乐
	1540
	阙
	阙

	      非命
	1473
	991
	1436

	      非儒
	阙
	阙
	1926


（罗根泽：“《墨子》探源”，载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16-117页）
依照罗根泽先生的统计，我将《墨子》嘉靖本的上、中、下三篇进行合并，按照字数多少排列顺序。
	序号
（按字数多少依次排）
	篇名
	上、中、下合并

	     1
	天志
	5948

	2
	尚同
	5064

	3
	尚贤
	4652

	     4
	兼爱
	4591

	5
	非命
	3900

	6
	非攻
	3704

	7
	节葬
	2812

	8
	明鬼
	2401

	9
	非儒
	1926

	10
	非乐
	1540

	11
	节用
	1168


通过上面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第1， 墨子对尊天、尚同、尚贤有比较多的论述和强调。墨子比较重视，后来的人也
很重视，所以虽然经过多年的演变，有的篇章已经缺失，但是尊天、尚同、尚贤得到特别多的留存。字数最多的前三条是尊天、尚同、尚贤。因为墨子对天十分尊敬，是理论前提，强调了外在规律的不可代替、不可抵抗；尚同是目标——希望天下大同，反映了墨子的根本理想；尚贤是实现墨子思想的人才观，体现了墨子希望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国家、造福社会，是开明的、有远见的、脱离血缘、宗族关系的社会进步观。
第二，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节用，虽然有的篇章里有欠缺，但总体上而言，论述的字数仍然很多。这在珍惜笔墨的墨子那里，非常难得，反映了墨子对它们的重视。也就是说尊天、尚同、尚贤，与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节用一起，构成了墨子理想的社会目标，有成为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条件。
在墨子思想体系前提下，墨子着重论述了实现兼爱、相利经济伦理构想的根本社会机制——法治和平等。
墨子心目中的社会“治”（秩序，zhi ，order））与“乱”（luan ，disorder）对立。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看：
（1）所有社会阶层遵照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且基于这些标准进行激励和控制。社会被有德性的领袖公正管理。 

（2）推行和平和社会的协调,否定的方面是犯罪、欺骗、扰乱、伤害、冲突和军队的进攻。 

（3）社会成员显示他们关系中的社会角色，表现适当的德行。如统治者或下属、父亲或儿子 、年长者或弟弟。 只有当统治者是慈善、下属忠诚、父亲亲切、儿子孝敬、年长者和弟弟显示兄弟的爱和尊敬。 

（4）社会成员习惯的致力于互惠的协助和慈善,分享信息、劳动、教育和剩余货物，而且援助困穷的和不幸者。 
墨子认为，工匠有规矩确定方圆，是从事生产的需要，推而广之，国家需要法治进行管理。《墨辩》强调“法”的观念。法要求一视同仁，照样子去做。
天子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多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天志》上）
法，所若而然也。《说》曰：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经上》）
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而天下治者，何固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使以天下治。（《尚同》中）
墨子赞赏平等，反对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专制统治，主张统一的法治。法的要害在于平等，而平等体现了正义，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是“兼爱”在社会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因为“兼爱”本身就强调平等。墨子主张社会活动，应该有利于人民，劳民伤财的事情不应该出现，这是剥削、是不公正的行为。“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节用》中）“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反对浪费与剥削，他认为奢侈的人便是“暴夺人衣食之财。”（《节用》中）这种思想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和赞扬。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说墨子：“其思想之特点安在？一言以蔽之，则平等是已。”
詹剑峰在《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中高度评价墨子的平等思想：“不论是贵族阶级的天子、诸侯、公卿、大夫还是庶民阶级的庶子、工匠、农民以及农奴、工奴、商奴，在天之下，一律平等，都是天之人民。这种提法，是有民主的意味的。” 
韦政通指出：“墨子的伦理观建基于墨者团体，他反宗法、反封建，以兼爱代替差等之爱，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不是孝、悌、忠、信，而是正义、公道、平等。”
互利互惠是交往的长久之计，胡德平在《十家论墨》序指出：“要想真正得到长久的利益，必然是互利互惠之交，利人利己之爱。这一见识大大高过亚当•斯密的以自利而达到互利效益的西方观念。”
 

能够实施平等制度的社会，只能是民主、法制社会，而不是专制。墨子心目中的社会，就是政府只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共同机构，其行为完全为老百姓利益服务。严灵峰在《墨子简编》中指出：“墨子的尚同、尚贤的理想，可说是一种很完整的民主集权的政治。”
王桐龄对孔子儒家社会学说和墨家国家观点，进行了比较：“孔孟学说宜于君主国体，墨子学说宜于共和国体。孔孟学说宜于专制政体，墨子学说宜于立宪政体。孔孟学说宜于阶级制度，墨子学说宜于平等制度。” 

墨子的社会理想，就是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伦理目的。墨子希望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幸福，达到平等，不至于在财富、权势等方面盛气凌人，从而实现美好的境界。墨家主张平民（公民）、社会本位，不是道家的个人本位与儒家的家族本位。梁启超说：“墨子这种经济思想，自然是以劳力为本位，所以‘劳作神圣’为墨子唯一的信条。” 
伍非百说，墨子思想与《礼运》中的大同学说是一致的，“兼爱”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一致、“非攻”与“讲信修睦”一致、“尚同”与“天下为公”一致、“尚贤”与“选贤与能”一致。“故读《墨子》者，不可不知‘大同’为墨家之学，而力谋所以实现；而梦想大同者，亦不可不于墨家言求之。”

墨子的交利（互利）的实利主义与西方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是不同的。其差别主要体现为两点：

第一，墨子的实利主义不是求私利，也不是狭隘的牟利、逐利，而是在公利、互利原则引导，得到平等与法制公正的保证，是公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西方经典的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利益（效用）、个人快乐（善）与个人的痛苦（恶），其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
第二，墨子的实利主义的前提和归宿是为了“兼爱”，而西方功利主义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其理论基础是人性自私论。即使他们也强调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只是单个人的利益、幸福的累计，且可能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是墨子提倡的普遍、共同、非排他的“兼爱”。兼爱、相利，互为因果，紧密联系。严灵峰在《墨子简编》中指出：“兼爱是手段，交相利是要达到的目的，两者相互为用。”“墨子是在中国历史上赤裸裸地暴露了人类的弱点：自爱（自私）为一切祸乱的根源之第一个人。同时，并提出医治这种病的药方——兼爱。” 

二、强本节用
    墨子代表平民利益，提出的经济伦理思想时至今日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且和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要求不谋而合。这里即着重说明墨子的节俭伦理思想，与西方亚当·斯密
的观点进行比较，阐述弘扬墨子节俭伦理的现时代意义。
（一）“强本节用”是致富之道
   墨子主张开源节流的经营与消费伦理。这里面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强本，二是节约。
关于强本。墨子指出，凡天下群百工、轮工、陶冶、木匠、耕作者都在各自的职业上敬业爱岗，发挥才能，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富裕起来。“强本”，就是加强各个生产领域，广开致富途经，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墨子明确提出了“强本”、“固本”的主张。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大都主张以农为本，所谓“强本”即加强和巩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墨子同时也主张“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乎其所能”（《节用中》），即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努力发展手工业、商业，既重本也重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的衣食日用所需。因此，司马谈对墨家做了如下评价：“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子主张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并节约开支，是墨子经济伦理思想实施的关键。
墨子更为重视节用，认为节俭是保持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关键。他强调节俭既适合于普通百姓，又适合于社会名流。针对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他表示了极度不满，加以猛烈评击，指出这是对财富和民脂民膏的犯罪。至于一般平民，在饮食、衣着、居住等日常生活中也要讲究节约。节约带来的社会财富是可观的，墨子认为节约可以使“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在经济活动上，墨子强调要关注民生，保护老百姓的实际利益，防患未然。“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
在经济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要提倡经济实用，俭省节约。为此，他反对铺张浪费，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做到节俭。节俭主要体现在：节用、节葬、非乐等几个方面。
日常经济生活要求
	1
	住
	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
	 
 
《墨子》
 
辞过
 
第六

	 
2
	 
穿
	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
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也，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
	

	3
	吃
	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
	

	4
	行
	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
	

	5
	私
	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
	

	6
	小结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分布在《墨子》
一书中的《七患第五》、《辞过第六》、《节用上第二十》、《节用中第二十一》、《节葬下第二十五》和《非乐上第三十二》、《公孟》等章节中。他以古代圣王和当前君王在衣、食、住、行、性、葬、乐等方面的不同准则的对比来来说明节用思想。

（1）节衣

古代圣王制定衣服的准则：御寒止暑，轻便舒适即止，其他种种增加费用但不利于提高民利的不做。

其为衣裘何以为？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节用上第二十》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 绤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第二十一 》

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辞过第六》

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辞过第六》

当今君主制定衣服的准则：在衣服已经具备了冬暖夏凉特点的基础上，还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装饰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辞过第六》

墨子认为，当今君王作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国家就会大乱。所以，要想治理好天下就需要节衣。

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辞过第六）

（2）节住

古代圣王营造宫室的法则：可以御风寒，避湿润；清洁干净，可供祭祀；宫墙高度足以分内外，使男女有别。造宫室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生活而不是为了观赏。此外就是劳民伤财而不会增加任何益处。

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节用上第二十》

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第二十一》

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第六》

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辞过第六》
当今君主修造宫室之法：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而且讲究宫室的装饰美观。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辞过第六》

墨子认为，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铺张浪费地来营造宫室，财用就被浪费掉而不能应付灾荒的年份，就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国君要想天下大治就必须节住。

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辞过第六》  
（3）节行

古代圣王制造舟车的法则：安全不会伤人，便利快捷，主要以沟通四方的利益为主，不追求其外观的奢华，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却很大，所以民众财用充足，都会归顺于他。

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芊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节用上第二十》

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节用中第二十》

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辞过第六》

当今君王制造舟车之法：向百姓横征暴敛，注重舟车的装饰。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辞过第六》

墨子认为，左右大臣跟着仿效这样做，劳力就不足，民众就要挨饿，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国家就乱了。所以，当代国君要想天下治就须节行。

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辞过第六》

（4）节食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饮食的味美和奇珍异兽，节约了资源，民众富足，国家安定。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节用中第二十一 》

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辞过第六》

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 《辞过第六》

当今君王饮食的法则：向老百姓厚敛钱财，享受美味，讲究饮食的排场。墨子认为，左右大臣都效法国君讲究饮食，必定要耗费大量的财富，导致老百姓受冻挨饿，国家就一定会乱。所以，要想天下大治，就必须节食。

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辞过第六》

（5）节欲

古代圣王侍妾的法则：虽然有私人侍妾，但不拘禁女子，不伤害品行。所以天下没有鳏夫，民众没有怨恨，人口也可以快速繁衍。

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辞过第六》

当代君王的侍妾法则：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拘禁女子数百。

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辞过第六》

墨子认为，男女之情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先世贤王也不例外。而当今君王拘禁大量女子，导致男女婚姻失时，百姓人口减少。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节欲。

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辞过第六》

（6）节葬

古代圣王节葬的法则：棺木三寸厚，足以装下尸体；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尸形；墓葬下不掘到泉水深处，上不致使腐臭散发；哭丧时间不能太长，而应赶快就业。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用中第二十一》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节葬下第二十五》

当今君王的葬埋之法：讲究棺木、装饰、文彩、墓道和齐全的陪葬品，要求坟墓的雄伟壮观，有大量的殉葬者。丧期对哀毁瘦损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土余>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节葬下第二十五》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节葬下第二十五》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凷。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节葬下第二十五》

墨子认为，衣食是人活着时的利益所在，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所在，不能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衣食要崇尚节制，葬埋同样要崇尚节制。而当今君王的葬埋做法耗费了人民的资财，毫无益处。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一般的老百姓，从而导致国家无法富足，人口不能增多，政务治理不好，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也无法避免，这足以丧失天下。所以，想要符合圣王之道，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就应当节葬。

 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节葬下第二十五》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第四十八》

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节葬下第二十五》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节葬下第二十五》

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说无可得焉。《节葬下第二十五》

（7）非乐

古代圣王对音乐的态度：音乐既不符合圣王的事迹也不符合万民的利益。所以从事音乐活动是错误的，先王对从事乐的行为是要进行惩罚的。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经”《 非乐上第三十二》

当今君王对乐的态度：向万民征取大量钱财，用以制出大的乐器。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非乐上第三十二》

墨子很明确的表态反对乐。墨子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音乐不让人感到快乐，而是它不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足以丧天下。

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言曰：为乐非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第四十八》

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音乐有种种危害：享受音乐不能使老百姓得到衣食财物；音乐不能治理天下之乱；撞钟演奏音乐消耗了大量青壮的劳动力；社会上各种人等迷恋上音乐，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国家的治理和生产就陷入荒废；演奏音乐的人要消耗精美的食物和衣服，但又不能从事生产衣食财物的劳动，所以从事音乐活动，等于是在掠夺百姓的衣食财物。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 非乐上第三十二》

节用关系到个人生存。五谷是国君和人民所仰赖以生存的东西，而且任何时候都有水旱之灾，五谷不丰的时候。如果注重自奉俭朴，人就不会有受冻挨饿。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七患第五》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七患第五》

节用关系到国家兴衰。古代圣王治国理天下，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因为圣王施政，发布命令、举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物，都是以实用为标准的。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能不劳苦，兴起的利益就自然多。

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辞过第六》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节用上第二十》

节用关系到国家存亡。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物用空而不够吃，这是国家的祸患之一。治国如果有这里种祸患，就一定会亡国。如果一国平时不注意节用的话，而没有财物的准备的话，一旦遇到外敌的入侵就会有危险，老百姓一遭凶饥就死亡。所以，一国节俭的话就会繁荣昌盛，骄奢淫逸的话就要灭亡。

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七患第五》

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七患第五》

凡此五者（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辞过第六》

墨子认为，做事的准则须要讲求对天下有利，为天下除害。对人有利的就，对人无利的就不做，节用也须遵照这个标准。生产以民用为标准，如果不足以供民用就要多多生产，如果足够了就要减少生产，甚至停止生产；消费则以民利为标准，利于民的消费为之，不利于民的，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实际利益的消费就是浪费。

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第二十》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非乐上第三十二》
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小生产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承受着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沉重灾难，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因此，墨子针对上层统治者，提出了节用思想。节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下层劳动都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节用思想的提出无疑具有适合时代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使得墨子的思想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但另一方面，因为墨子处于社会的底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代表，这一阶级立场的限制，又使其节用思想带有一定的狭隘性，也因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墨子的节用思想遭到批评及对其部分的回应。
荀子对墨子的节用思想有过批评。在荀子看来，社会财富是充足的，吃穿都足够人们使用。墨子担心天下财富不足，这不是天下的公患，而是他个人的多虑。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荀子·富国第十》

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荀子·富国第十》

墨子的“非乐、节用”主张才是祸乱天下的“公患”。 因为墨子节用，反对音乐，必然使人们享受微薄，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使有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奖赏。按墨子的做法，就要裁减官职，治国者就和老百姓做一样辛苦，失去威严而无法有效地惩罚犯罪者，无法进行奖赏，贤人得不到任用，坏人得不到黜退，整个世界就会失控。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就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荀子·富国第十》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荀子·富国第十》
庄子对墨子“非乐”也有过批评，认为墨子主张非乐，节葬，不是真正的爱护人，也不是真正的爱惜自己。只重视物质而不重视精神，这跟人的真实情感不相符。所以，墨子的学说太苛刻了，因而不能算是圣人之道。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梁启超也同意庄子对墨子“非乐”的批评，认为墨学的最大缺点在于没有看到音乐的积极作用，音乐本身可以增加工作效率。如只知物质之实利，而不知有精神之实利，这是没有趣味的生活。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他总觉得娱乐是废时失事，却不晓得娱乐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
 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当代学者中也有对墨子节用思想的批评,认为其只重视工具主理性而不见价值理性，使人丧失了人的价值。墨子一系用充满工具理性色彩的思想来批评维护价值理性的思想。
 如果只是寻求实用和功利，很可能使内心情感及寄寓这些内心情感的仪礼和象征都丧失，而丧失了这些的人类，也丧失其人之为人的依据而沦落为生物。

就墨子所处的时代而言，由于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而造成百姓普遍处于贫穷之中，单从社会财富的总量来说，也仍然没有消除匮乏状态。从下层劳动人民的角度来看，生存问题始终是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所以，墨子对社会财富的担忧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从上层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欲望总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财物不足从来就不是问题。墨子的节用思想也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提出来的，统治者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之上，势必会引起人民的反抗，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有鉴于此，墨子倡导统治者应该要节用，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去除不利于人民的费用，这些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和实际利益。但对于上层统治阶级来说，节用就意味着不能像以前那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自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荀子对墨子关于财物多寡的批评显然是和他不同的阶层立场有关。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要是分为多个层次的，除了物质的基本需要还要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当一个人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他就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就像庄子等人就比较重视精神生活的自由，讲求个人的内心生活，因而他对于音乐是十分看重的。所以，庄子等人激烈地批判了墨子的非乐思想。这里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方面，墨子非乐并非是反对音乐本身，并不是否定它对人有良好的作用和积极功能，也并非要大家都丧失这些东西，只是认为非乐在当时会带来很多的弊病，会使下层劳动人民遭受灾难，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另一方面，还是从墨子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来看，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奢华无度，因而对于当时的下层劳动人民来说，物质生活还是很匮乏的，物质生存需要仍然是第一需要。而当人在物质需要还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的情况下，他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就会很低。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墨子的节用思想没有侧重于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侧重点是不一样。当代的一些学者是站在价值理性的立场对墨子功利主义的节用思想进行批评的。他们认为，墨子节用思想只追求实用和功利，不重视人的价值，使人沦为生物。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从墨子的阶级立场和墨子所处的时代特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墨子节用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维护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是人的基本的尊严，某种方面来说，维护人生存权和发展权正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不过由于自身所处的阶级原因，墨子更多的是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状况，而不是侧重于统治阶级的发展权。而且就工具理性本身来说，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对实用和功利的强调仍然是有积极作用的。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墨子的节用思想确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它遭到的各方面的批评。当然，我们现在来评价墨子的节用思想，一定要遵循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从墨子所处的阶级立场和其所在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特殊阶段来看，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二）市场经济下的借鉴作用
    节俭与奢侈是古今中外人们在消费活动中的两种主要的态度，也是人们的两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两种品德。反对奢侈，崇尚节俭，主张节用，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纵然在今天，节用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纠正不良风气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墨子的节俭伦理和近代市场经济创始人亚当·斯密的观点相似。斯密指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荣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以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
开源节流是斯密增加财富的两大途径，他一方面主张社会分工、交换、工业、商业等的扩大，另一方面把节俭作为美德加以倡导。他说“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会取得成功……习以为常的厚颜无耻、不讲道义、怯懦软弱、或放荡不检，总会损害、有时彻底损毁卓越的职业才能。”
因此，“我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
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

市场经济下仍然需要倡导节俭美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应摆在首位。为此，就需要积累财富，讲究资源的合理使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要求人们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勤俭建国，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新的情况下，人们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如何弘扬民族节俭美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需要对人们进行国情教育，另一方面需要把古代圣哲节俭教导加以传播，才会抵制极端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
现代发达国家是物质财富非常丰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被生产出来，人们的物质需要不断的得到满足，同时人们的消费欲望也日益膨胀。为了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就必须加大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然伴随着对自然界过度的开发，造成自然资源的绝对量的缺乏，资源供给不足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而且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仍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导致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成本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相当大。对自然资源的毫元节制地开采和利用，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在日益加深。和谐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解决好经济建设与资源利用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方面来看，墨子的节用思想对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提倡节用，对人的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加以适当的节制，杜绝奢侈与浪费，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保护、节约自然资源，促进自然生态健康、和谐发展的目的。

三、力行

墨学弘扬人的主体力量、反对天命，是主体觉醒和发挥作用的内在信念。听天由命，是
迷信思想，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在《非命》上、中、下篇中，“强”字共出现达25次之多。“强”字在此篇内容有两种含义：一是固守的意思，两次均出现在上篇中，如两次出现“而强执此者”中的“强”；二是努力的意思，如上篇中的“命虽强劲，何益哉？”
其它均出现在下篇中。在古代社会，能够反对天命，提倡科学唯物论思想，难能可贵。时代的发展，早已证明了“非命”的科学性。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就开始了对主体的强调，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波普等在这方面有深刻论述。发挥人的能动性，尽力而为，调动一切人力资源，在人的聪明才智上挖潜力，而不是被动地依附客观条件，是解决人的需要、实现社会美好的重要方面。
墨子主张“强力从事”，认为人只有“强本尚力”，方可“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在这方面，墨家以身作则、墨者一生勤劳，“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 墨子所说的“力”，指的是人的体力、能力、精力，包括劳动能力和认识能力，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的价值，就在于“力”，在于有劳动能力和认识能力，即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实力和本领。人类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生产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方能求得生存。他们将劳动称为“从事”，认为只有“强从事”，才能财用足；“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非乐上》）墨子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所谓“强从事”，即尽最大的努力，积极进行生产劳动，“农夫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农妇“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紝，多治麻丝葛绪”；百工则要积极“修舟车为器皿”，商人则要“之四方”，不怕“关梁之难，盗贼之危”（《非命下》）。这是他们的“分事”，即份内之事，只有大家强力从事各自的事业，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幸福。墨子还主张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认为“不与其劳，获其食”（《天志下》），是不仁不义的行为。
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为天下兴利除害，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对策。他的人生活动，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理想追求，是道义的具体实践。“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杜国痒指出：“如果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仁’字，那么，墨子的中心思想就可说是一个‘义’字。” 
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思想与行为。蔡尚思说墨子“以公利为正义，不重个人的名利。与儒家的求名不求利，道家的反对名利相反。”
要实现公共利益，每个人必须做到对他人有利，达到互利互惠、互相帮助，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第一章二）里面认为：“墨子特注意经济组织的改造，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 

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实践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为此，人生应该抛弃宿命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奋斗，追求美好的理想。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主张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墨子间诂》）今天，我们应该广泛提倡“非命”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将墨子提出的合理见解贯彻到人生、经济、社会之中。
实现科学发展，就要节约经营费用和生产成本，要求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高消费的时代，高消费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且高消费与高消耗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盘剥和掠夺，加剧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要想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就需要有效地利用资源，构建社会可持续消费模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兼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要转型时期，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个紧迫的课题，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墨子的节用思想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源。节用并不是过度节俭，更不等于吝啬，节用是奢侈和吝啬的“中节”，是一种“中庸之道”，是指一种合理而适度的消费。节用不仅体现了道德的导向作用，又与经济的发展协调起来。这正是墨子节用思想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节欲应该践行都是众多思想家和哲学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他们探讨天理和人欲，理性和感性，肯定节俭行为，拒斥奢侈作风。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也不断地刺激着人欲。为了满足虚荣心和实现物欲的享受，超前消费、举债消费、公款消费现象普遍存在，奢侈之风的兴起，形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同时，这种不良风气也越来越影响到青少年的成长。青少年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追求高消费、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来满足虚荣心，不利于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和健康成长。墨子的节用思想以及他所倡导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理念，正是对当代人尤其是奢侈淫佚者的严正警告，而且对于青少年养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量入为出的良好习惯，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新时期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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